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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包括研究历史、资料现状、年代

学手段、石器技术的特点及发展变化, 以及与西方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历史渊源及现状比较。通

过对“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一术语的来源及其所涵盖的时限及文化内涵的演变, 对这一时

代界定所采取的原则和方法, 以及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特点的考察, 作者认为“中国旧石器时

代中期”不是一个严格和有意义的学术概念, 因而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应摒弃传统的 3 期断

代模式, 而改为早、晚两期的 2 分法。文章并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延续时间的长久和晚期出

现新的文化内容的动因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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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学研究中, 3 分法似乎早已约定俗成。一个历史时代常被划分为早、中、晚 3 个时

期。考古学研究也不例外。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分期断代研究便遵循着这样的模式。

中国乃至世界的旧石器时代多被习惯地划分为 3 个阶段: 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

期, 分别代表着古人类文化起源和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 人类的体质特

点不同, 其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亦当不同。历史的发展, 人类文化的演进, 总是一个不断更

新替代的过程。而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分期断代的原则应是后一阶段较之前一阶段有明显的

变化和区别, 拥有了新的内涵。具体到考古学的文化分期, 应该着眼于人类物质文化的发

展和变化, 体现在器物形态的改变, 器物组合的变化, 生产技术的变革, 以及由此反映出

的人类生态适应和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 3 分断代模式, 就不难发现有些不

整合之处, 尤其是对“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界定。学术界普遍接受“旧石器时代中期

是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的过渡时期” (张森水, 1985)。然而“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的石器类型和加工技术, 如果和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比较, 基本上还是早期的一些类型和一

套加工技术” (邱中郎, 1989)。即所谓“继承有余, 发展甚微, 石制品显得古朴, 前期工

业或组合的特点基本上被此时人类所继承” (张森水, 1990)。因而“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

和中期文化之间的分界线不很清楚, 目前的划分并不是根据旧石器文化本身的特征变化作

出来的, 而是根据地质时代或年代的早晚来安排的”(林圣龙, 1996; 亦见陈哲英, 1993)。



一些学者甚至摆脱这种传统的 3 期分法, 忽略中国学者对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界定, 而

将中国乃至东亚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期笼统地称作“早期旧石器时代 (Earlier Paleo lith ic)”

(Sch ick and Dong, 1993; Sch ick, 1994)。

那么“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到底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学术概念? 这样的分期是怎样

形成的? 分期断代的标准是什么? 这一期间内的文化内涵怎样?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

分期断代到底应该怎样进行? 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课题。

1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由来和演变

对于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研究历史, 张森水 (1985) 曾做过考证。中国旧石器时代

考古学研究以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 (E. L icen t) 于 1920 年在甘肃庆阳发现 3 件打制石器

为标志揭开了序幕。1923 年桑志华和另一位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 (T eilhard de Chard in)

在内蒙古和宁夏地区发现了水洞沟和萨拉乌苏等旧石器地点并采集到一批石器标本。他们

将这两个地点含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地层定为更新世晚期, 相当于华北地区的黄土时期

(T eilhard de Chard in and L icen t, 1928)。水洞沟的石器标本经法国史前学家步日耶 (H.

B reu il) 等研究认为其性质相当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莫斯特文化 (M ou sterian) 向旧石

器时代晚期早一阶段的奥瑞纳文化 (A u rignacian) 过渡时期的文化 (B reu il, 1928)。这是

中国存在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的可能性首次见诸考古学文献。在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

初, 随着周口店第一地点石器的发现、确认和山顶洞的发掘研究,“中国旧石器时代之初期、

中期及晚期, 即各有代表者” (裴文中, 1939、1987) , 于是中国旧石器时代 3 期断代的框

架初具雏形。

水洞沟和萨拉乌苏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后来被裴文中命名为“河套文化”(Pei, 1937) , 在

很长的时期内被当作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代表。直到 1954 年裴文中对“河套文化”进行

了反思, 指出水洞沟和萨拉乌苏两地的石器差异较大, 不宜称为同一文化, 而且其时代

“不应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 而应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裴文中, 1954)。1963 年, 在裴文

中的主持下考古工作者对河套地区重新进行了广泛的考察, 并对几个地点做了重点发掘, 进

一步肯定了裴文中所作出的修正 (裴文中, 李有恒, 1964; 贾兰坡等, 1964)。于是“河套

文化”不再成立, 水洞沟和萨拉乌苏两个地点也就从中国旧石器时代 3 期断代框架的中间

环节上消失了。

1953 年, 王择义发现了丁村遗址。这是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乃至整个旧石器时代研究

的新的曙光。1954 年由裴文中和贾兰坡主持的考古田野工作在丁村地点群广泛地开展起

来, 系统地发掘了 10 个含石器的地点, 采集到大量的石制品。

对丁村遗址的时代自发现之初便有不同的意见, 总体上可以归结为 4 类: a. 周口店期

或华北的红色土期 (裴文中, 1955) ; b. 黄土时期或更新世晚期 (裴文中, 贾兰坡 1958) ;

c. 周口店期的晚期至黄土期的早期 (周明镇, 1958) ; d. 中更新世的晚期 (杨景春等,

1979)。随着丁村遗址地质年代的改变, 丁村文化的时代也处在变更之中。裴文中最初认为

丁村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一种‘河套文化’以外的文化”(裴文中, 1955)。随

后裴文中将其改定为旧石器时代早期, 认为其“在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史上, 与周口店第 15

地点的文化, 似为相当的阶段”(裴文中, 1955)。1958 年, 丁村遗址的研究报告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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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在讨论丁村文化的时代时, 认为其属于黄土时期, 即更新世晚期。“就时代而论, 比周

口店中国猿人的文化及第 15 地点的文化都较晚, 而大致相当于内蒙萨拉乌苏河的河套文

化, 但为不同的‘相’”。因之, “丁村文化是我国新发现的一个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

化”(裴文中等, 1958)。1960 年, 贾兰坡在讨论中国猿人的石器与华北其他旧石器文化的

关系时, 将丁村石器文化放到“华北旧石器时代初期较晚”的分期体系之中 (贾兰坡,

1960) , 但其前提是仍将水洞沟的石器作为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代表。裴文中对丁村文化

的时代亦做了更改, 认为“它代表山西汾河流域广泛分布的一种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 稍

早于河套人的文化, 大体相当于黄土基底砾石层中石器的时代。” (裴文中, 1959、1965)。

至此以后, 在大多数考古学家的心目中, 丁村便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代表性遗址。

进入 70 年代,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考古的发现和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1972 年发现了

陕西长武县窑头沟地点; 1973 年和 1975 年发掘了辽宁喀左鸽子洞遗址; 1974 年发现了山

西阳高许家窑遗址, 1978 年发现了大荔人遗址。这些发现和研究使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

考古学内容得以充实、丰富起来。

上述的各个遗址或地点虽然都被列入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序列, 但其中一些的时代经历

过反复, 有的仍存争议。例如长武窑头沟遗址, 原研究者以出土文化遗物地层的层位 (黄

土底部砾石层) 将其文化时代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期, 并进而提出了以丁村为代表的汾河文

化和以窑头沟为代表的泾渭文化平行发展以及从泾渭文化到水洞沟文化演化的假说 (盖培

等, 1982)。其他学者则依据动物化石的成分提出窑头沟遗址应属旧石器时代晚期, 并对原

研究者提出的“汾河文化”“泾渭文化”的概念及其文化演化模式提出质疑 (刘玉林等, 1984;

张森水, 1984)。

在现今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排名表上 (邱中郎, 1989) 名列首位的是周口店第 15 地点。

该地点发现于 1932 年, 于 1935- 1937 年间进行了发掘, 出土了近万件石制品。在该地点

的第一篇简报中, 贾兰坡认为“第 15 地点与第 1 地点无甚差异”(贾兰坡, 1936)。随后裴

文中根据该地点出土的动物化石将其地质时代界定为“与第一地点处于同一大的地质时代,

但要偏晚一些, 大体与第三地点同时”(Pei, 1939) , 而文化时代则“代表了中国下部旧石

器时代 (L ow er Palaeo lith ic, 即旧石器时代早期2笔者注) 的晚期”(Pei, 1937)。1955 年,

裴文中指出周口店第 15 地点的石器文化较之第一地点“有显著的进步性”, 并结合生物地

层学资料认为第 15 地点的石器文化应为“连结中国猿人文化和黄土时期文化的中间类型”

(裴文中, 1955)。在《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一书中, 作者提出“周口店第 15 地点是中国猿

人最亲近的文化, 是它的继承和发展”(裴文中等, 1985) , 但没有对第 15 地点的时代做进

一步明确的定性。1985 年邱中郎在对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进行综合研究时, 依据生物

地层资料和石器技术的进步性特征, 明确提出第 15 地点的地质时代应为晚更新世早期, 文

化时代应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期, 并将其排序在大荔地点之后 (Q iu, 1985)。张森水亦提出

相近的观点, 将第 15 地点和大荔地点一同作为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开端, 并推测第 15 地

点的时代应在距今 10- 20 万年之间 (张森水, 1985、1987)。有关这一地点的时代、文化

面貌及其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系统中的位置的进一步探讨, 是本文作者目前正在进行的

博士论文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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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资料现状

据张森水 1985 年的统计, 分布于我国北方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地点有 42 处 (张森水,

1985) ; 在邱中郎 1989 年的列表统计中, 在我国全国范围内发现的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

地点则为 30 处 (邱中郎, 1989)。统计数字的不同应主要是对一些遗址不同地点的划分和

统计方式不同所致。随着新的发现和研究的开展, 这一名单上还可以加上河北阳原板井子

(李炎贤, 1991)、贵州毕节扁扁洞 (蔡回阳等, 1991)、福建漳州莲花池山和竹林地点 (尤

玉柱, 1990)、四川丰都烟墩堡和高家镇 (三峡工作队, 1997) 等。当然, 新发现的地点如

同老地点一样也存在着年代上的争议, 例如对福建漳州两个地点的时代归属问题就存在着

不同的意见 (张森水, 1996)。

总体考察这些目前被划归为“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地点不难发现:

1) 属于这一阶段的遗址数目相对很少。尤其当将一些遗址的多个地点 (例如丁村) 合

并计算时, 其数量就大大缩小了。

2) 遗址分布很不平衡。北方, 尤其是华北地区十分集中, 而华南地区则分布很少 (只

有 7 处, 尚含不确定者)。

3) 出土文化遗物丰富的地点不多。石制品总数上百件者 17 处, 上千件者不足 5 处, 大

多数地点只有零散采集的数件标本。

4) 经过系统发掘和整理的地点不多。

5) 遗址多为旷野型, 遗物多出自河流相地层, 所能提供的有关古人类行为信息的埋藏

学资料有限。

6) 经过绝对年代测定的遗址不多。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资料不很完备, 研究基础仍很薄

弱。

3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年代学研究

如前所述, 文化时代的划分应该以文化特点及其发展和变化为依据。然而“中国旧石

器时代中期”的界定却没有遵循这一原则。综合考察对被划归到“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中

的各遗址的分期断代过程, 可以看出在考古实践中, 我国学者采取的标准为两个: 1) 遗址

所处的地质时代; 2) 与石器文化伴生的人类化石的分类属性。前者对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限

定是: 旧石器时代中期= 晚更新世早期 (目前对晚更新世早期普遍接受的时限是距今 5- 13

万年)。而由后者引申出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定义则是: 旧石器时代中期= 早期智人生活的

时期。在具体对遗址和文化进行分期研究中, 中国考古学家运用了如下手段:

a. 伴生的化石动物群的组份

周口店第 15 地点之所以被改为旧石器时代中期, 主要原因就是在该地点的动物群中存

在赤鹿和普氏羚羊, 二者被认为是更新世晚期的典型种属 (张森水, 1987)。生物地层学方

法始创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最初是靠所谓标准化石来对比和确定地层的时代。后来则更

注重动物群中新老种属的对比。自从桑志华和德日进等古生物学家在 20 年代启动中国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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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时代考古学并将生物地层学方法引入中国, 该方法便在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实践中常用

不衰。但该方法的运用只能是粗线条的。例如李炎贤在采用生物地层学资料划分华南旧石

器文化时代时即指出, 华南大熊猫2剑齿象动物群延续的时间较长, 一般情况难以细分 (李

炎贤, 1982)。盖培等亦指出华北的萨拉乌苏动物群可能包含着很长时代的种属, 因而与该

动物群伴生的石器文化可能会分属不同的时代 (盖培等, 1982)。

b. 地层关系

贾兰坡等 (1961) 曾将山西的旧石器地点依据地层关系归并为“红色土系统中的文

化”、“黄土底部砾石层中的文化”和“黄土系统中的文化”。丁村遗址文化时代的确定便主

要是依据地层层位。早时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 是因其层位被定为“相当于更新世晚

期的‘黄土’的堆积物” (裴文中等, 1958)。而后又被改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期, 则是因为

对其层位的认识改变为“大体相当于黄土层基底砾石层中石器的时代”(裴文中, 1965)。窑

头沟的文化时代被当初的研究者确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期, 也是因为其层位被定为黄土底砾

层, 研究者并进而对萨拉乌苏动物群的时代属性提出疑问 (盖培等, 1982)。而其他研究者

则依据伴生的动物化石资料否认原研究者的时代定性 (刘玉林等, 1984)。矛盾与弊端, 略

见一般。

c. 共生的人类化石

目前石制品与早期智人共生的地点已在我国发现约近 10 处, 包括金牛山、庙后山、喀

左鸽子洞、周口店第 4 地点、许家窑 74093 地点、丁村 100 地点、大荔和水城硝灰洞等。按

照惯例, 出土早期智人化石的石器地点应归属旧石器时代中期。周口店第 4 地点文化时代

的确定便主要根据这一原则。但也有例外, 如庙后山与金牛山。金牛山地点原依据地层和

动物化石资料被确定为旧石器时代早期, 但以后发现了人类化石, 且被鉴定为早期智人

(吴汝康, 1988)。于是引发了一场有关其地层、时代、人类进化模式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

(吕遵谔, 1989)。而该地点的文化时代却没有因此而得以改变。

d. 绝对年代的测定

绝对年代的测定在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研究中后来居上, 为遗址的断代提供了更

客观和更精确的手段。目前应用于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年代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包括铀系法,

电子自旋共振法和裂变径迹法等。通过这些测试手段 (主要是铀系法) , 中国“旧石器时代

中期”的几个主要地点已有了绝对年代数据。这些数据一方面基本肯定了以生物地层学方

法建立起来的时代框架, 另一方面也对传统的分期模式提出了挑战。例如大荔的时代测定

在距今 18- 23 万年之间, 丁村的时代则为距今 16- 21 万年之间 (陈铁梅等, 1984)。这使

它们的地质时代提前到更新世中期, 二者的文化时代似乎也应该前移到旧石器时代早期。而

旧石器时代早期在南方的代表遗址观音洞的铀系年代则为距今 517- 1115 万年之间 (原思

训等, 1986) , 照理应改划为旧石器时代中期。当然, 绝对年代测定也有它的局限性。考古

学家对此不该迷信, 也不应人为地取己所好。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目前应用于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中的各年代学手段, 既

有其长处, 也有其局限性。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体系来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进行断代和定位,

尤其是区分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 便出现若干矛盾或难以调和之处。问题的症结在于它

们所测定的时代为地质时代或“绝对年代”。而“旧石器时代早期向中期的过渡并不是年代

学的问题, 而是文化的问题”(Jelinek, 1982: 327) , 即文化时代是一种“相对时代”, 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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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因而上述方法都没有也不可能采纳考古学分期研究的真正标准

- 人类文化的发展变化。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采用地质2古生物学方法进行分期断代, 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

如前所述,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是由西方学者引进和启动的, 其分期断代的框架也基本

上是沿用西方现成的模式。所以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起始之时, 所发现的遗址遗物

难免要与西方的考古学文化体系对号入座。但这样的移植式的分期方法随着周口店的发现、

发掘而陷入困境, 因为中国猿人的石器文化个性鲜明, 难以与已知的欧洲文化进行对比。正

如裴文中在三十年代所指出, 探讨中国和欧洲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存在两个不可克服

的困难”: (1). 欧洲旧石器文化的分期很复杂, 而欧洲史前人类主要工具的型式特征及其

分期, 尚不见于中国; (2). 文化是具有区域性的, 因而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人种和差异

很大的文化 (裴文中, 1937)。基于这种情况, 裴文中认为“根据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研究,

我们可以克服这些困难。”因而“主要应该根据文化的地质时代来对比欧洲和中国旧石器文

化的关系。至于工具的型式和工艺的比较也是可以考虑的, 但对我们没有多少帮助。”所以

生物地层学方法便取代技术与类型学的研究而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分期断代的主要

标准及其与欧洲考古学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的依据。于是欧洲和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都有

了早、中、晚三个时期, 只不过前者的划分是依据文化的发展变化, 而后者则是将前者的

文化时代转化为地质时代然后与其对比派生而出的, 难免牵强附会, 似是而非, 也由此产

生了误解和混乱。

4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变化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在现存的早、中、晚 3 期的分期体系中,

各个时期的文化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许多学者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各个时期的文化特点进行过系统的归纳总结 (邱中郎,

1989; 张森水, 1985、1990、1997; 李炎贤, 1989、1993; 林圣龙, 1996; 黄慰文, 1989;

Sch ick et a l. , 1993)。从若干总结性文章中, 可以看到对中国, 主要是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

考古学文化这样的概括: “以石片石器为主”, “使用锤击法打片和加工”, “以刮削器为主,

尖状器为辅”, “形制不规则”, “刃缘不平齐”等。这些性状描述对于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

早、中期的绝大部分和晚期的部分遗址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一方面表明中国

旧石器文化具有很强的共性和继承性, 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总结和概括过于抽象和简单。

选取哪些项目来进行文化间的比较研究, 会对研究结论有直接的影响。李炎贤提倡以

素材、技术和类型作为文化分期和比较的重要因素, 而将标本的大小和类型的组合作为次

一级的分类依据 (李炎贤, 1993)。本文将依据这一原则选取若干能反映古代人类石器技术

和文化面貌的信息单元来纵向考察中国旧石器文化从早到晚的发展变化, 包括对原材料的

开发利用, 打片的方法, 加工的技术和方式, 类型的组合和演变, 以及形态特征等。

a. 对原材料的开发利用

对石质材料的开发利用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绝大部分时期贯穿着这样的特点: 1) 就地

取材; 2) 在制造石器的过程中, 对原材料缺少系统的预制加工。就地取材意味着不刻意寻

找优质材料, 没有对优质石场进行连续系统的开发, 也缺少对石器材料的远距离的搬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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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取材的结果是原料种类的多样性和素材的劣质性, 进而影响加工的质量和器物的形态。

依目前的资料看, 对石器材料进行粗加工或预制石核、毛坯这一在西方许多旧石器工

业中重要的石器技术因素, 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绝大多数时期内没能成为制造石器的系统

程序中的一个必要环节。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早一阶段, 虽然在一些工业中, 例如周口店

第 15 地点和丁村遗址, 被认为存在修理台面的标本, 但这样的标本数目很少, 而且对其定

性带有很大的主观臆断性。缺乏这一制作程序的结果是石器个体间形态差异大, 类型不规

范。到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中国北方出现了长石片和细石器工业, 而长石片和石叶的产生

是需要对石核进行预制修理的。相应的结果是在这些工业中, 石制品的规范性大大提高了。

b. 打片的方法

产生石片的方法, 依据有无中介物可分为直接打片和间接打片, 依据石锤种类可分为

硬锤方法和软锤方法。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绝大多数时期, 石片是由直接打击法产生的, 虽

然具体方法, 包括锤击法、投击法、碰砧法、砸击法和锐棱砸击法在不同工业中偏重不同。

而在锤击法中, 是以硬锤方法占统治地位的。虽然在一些工业中被认为存在软锤法产生的

标本, 但缺乏系统的观察和实验的依据 (林圣龙, 1994a)。至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长石片

- 细石叶工业中是否应用了间接打击和软锤技术, 尚需做进一步的观察和实验, 因为直接

打击和硬锤技术也是可以生产长石片和细石叶的。

c. 毛坯的选择

总体来说,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对加工石器的素材 (毛坯) 的选择有从早至晚片状毛

坯逐渐增加的趋势。由于许多遗址缺乏完整的统计分析, 难以进行详细的对比讨论。从目

前的资料来看, 这种变化从早期到中期似乎不十分明显, 而在晚期的一些工业中采用了长

石片和石叶、细石叶作为工具的毛坯, 为石器的制做注入了新的血液。

d. 加工方法

从石器器体的加工痕迹来看, 中国旧石器时代从早期到中期基本上采用硬锤加工, 控

制程度较差, 加工程度较粗浅, 随意性较强。直到晚期的一些工业方应用了一些改进了的

加工技术, 例如压制法和软锤加工等。

e. 加工方式

加工方式是研究旧石器文化常要涉及的观察项目, 但其在古人类文化特点及其技术发

展方面的意义却很不明确, 也很少有所讨论。从目前我国积累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资料来看,

除了向石片背面加工为主要特点以外, 似乎很难看出其发展变化的趋势。

f. 器物类型

在整个旧石器时代, 石质工具在类型方面呈现一种由少到多的发展趋势, 体现出工具

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在中国北方的石器工业中, 刮削器自始至终是主要类型且种类愈

发增多; 砍砸器似乎是由盛而衰; 尖状器则越来越成为重要器型。器物类型的变化在旧石

器时代晚期愈发显著, 端刮器、石锥、雕刻器和细石器等都成为器物组合中的重要类型, 而

且骨角器等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并出现了装饰品等非生产用品。

g. 器物的形态和大小

石器器体的规范化和形态的规则化是石器时代人类生产技术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

就此而言, 从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到中期的阶段性变化不十分显著, 虽然周口店第 15 地点

和丁村的石制品在此方面较之泥河湾和周口店第 1 地点有若干进步。这样的变化到旧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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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晚期则变得非常明显, 尤其体现在长石片- 细石器系列之中。有关石制品的大小, 贾

兰坡等 (1972) 以此为主要依据将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两个传统。张森水 (1990) 则

总结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的主工业沿着长宽等比小型化方向发展的规律。至于器物大小

的变化与石器技术发展与文化传统演变的关系, 尚需做进一步的讨论。

“中国旧石器时代”是一个很大的时空概念。用上述寥寥数语对其文化特点及其演变规

律进行概括难免流于空泛。作者意在表明从早更新世至晚更新世早期, 中国的石器文化虽

然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 但这种变革是缓慢和渐次的, 在技术和类型方面没有出现重

大突破以至于可以划分出不同的文化时代。直至晚更新世晚期, 中国的石器工业出现了新

的并得以延续下去的文化因素, 表明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5　西方对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定义和研究

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

让我们将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学研究纳入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体系, 并与西

方对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定义和研究状况做一比较研究。

世界考古学的分期研究始于 1836 年丹麦学者汤姆森 (T hom sen, 1936) 的石器时代、铜

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划分。1865 年英国自然学家卢博克 (L ubbock, 1865) 将石器时代划分

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随后法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拉德特 (E. L artet) 将旧石器时代

划分为四个阶段, 并依据伴生的动物化石将其命名为洞熊时代 (Cave Bear)、猛犸象与披毛

犀时代 (M ammo th and W oo lly R h inocero s)、驯鹿时代 (R eindeer) 和原始牛或野牛时代

(A u roch s o r B ison)。1872 年法国地质学家和史前人类学家莫尔蒂耶 (G. D. M o rt illet) 将

L artet 的分期做了调整, 并依地质学惯例用典型遗址将各个时期命名为舍利时期 (Chellean

Epoch )、莫斯特时期 (M ou sterian Epoch)、梭鲁特时期 (So lu trean Epoch) 和马格德林时

期 (M agdalen ian Epoch ) (T rigger, 1989)。 1877 年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 (M o rgan,

1877) 在M o rt illet 分期的基础上将旧石器时代确定为早、中、晚 3 个阶段。1881 年M o rt illet

发表了他的 5 期断代模式, 即舍利、阿舍利 (A cheu lean 或A cheu lian)、莫斯特、梭鲁特和

马格德林 (M o rt illet, 1881)。1912 年步日耶 (B reu il, 1913) 修正了M o rt illet 的分期模式,

将奥瑞纳期 (A u rignacian) 置于莫斯特和梭鲁特之间。实际上欧洲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

归位经历过许多反复, 是一个很复杂、很烦琐的过程 (见D an iel, 1975) , 在此只能理出一

个大致轮廓。

自M o rt illet 的分期模式诞生以来, 莫斯特便成为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代名词。M o r2
t illet 将莫斯特工业概括为尖状器、刮削器、勒瓦娄哇石片 (L evallo is f lakes)、以及三角形

手斧的复合体。1913 年法国史前学家卡蒙特 (Common t, 1913) 将莫斯特期进一步划分为

“最后间冰期时代的莫斯特 (L ast In terg lacia lM ou sterian)”、“早期莫斯特”(L ow erM ou ste2
rian——高比例的勒瓦娄哇石片、三角形手斧、刮削器、尖状器和凹缺刮器)、“中期莫斯

特”(M iddle M ou sterian——大量的刮削器) 和发达的莫斯特”(Evo lved M ou sterian——含

刮削器但无手斧)。1921 年法国考古学家帕伊若尼 (Peyrony) 将莫斯特文化分割为“阿舍

利传统的莫斯特”(M ou sterian of A cheu lian T radit ion——含手斧、刮削器、凹缺刮器和锯

齿状器) 和“典型的莫斯特”(T yp icalM ou sterian——含刮削器和尖状器) , 而二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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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平行发展的 (Peyrony, 1921)。

五六十年代, 法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博德兹 (F ranco is Bo rdes) 为旧石器时代中期乃

至整个旧石器时代的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Sacket t, 1982)。他一方面为旧石器时代中

期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类型学体系, 包括 63 种石制品名单 (Bo rdes, 1961、1972) , 而这一体

系在西方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另一方面, 他依据各器类在一个组合中所占的比例将莫斯特

工业划归 6 个文化变体 (Bo rdes, 1953) , 并认为这些不同的变体是由不同的文化群体所创

造的 (Bo rdes, 1954)。这样, 他一方面摒弃了传统的单纯依靠典型器物的有无来确定文化

性质的模式, 将考古学研究由定性导入定量, 另一方面则摆脱了单纯地对器物进行分类和

描述的做法, 将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内容引入旧石器时代考古学。

自Bo rdes 以后对不同莫斯特文化变体的解释便成为旧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研究的核

心内容。60 年代中晚期, 以宾福德为代表的美国“新考古学”派开始用多变量分析的手段

(M u lt ivaria te Sta t ist ica l A nalyses) 从功能与行为的角度诠释这些文化变异, 认为不同莫斯

特类型的差异是由人类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遗址从事不同的生产生存活动而产生的 (B in2
fo rd et a l. , 1966)。这样便展开了Bo rdes 与B info rd 之间对旧石器研究影响深远的长久论

战。80 年代中期以来又有新的学派加入这场论战, 对莫斯特文化的变异提出新的解释。这

些学者一方面强调器物类型是动态的, 而非一成不变 (在石器加工、使用、再加工、再使

用以致废弃的过程中, 同一件石器可以经历不同的形态与类型的转换, 例如边刃刮削器可

以变成横刃刮削器; 单刃刮削器可以变成两刃或复刃刮削器等) ; 另一方面从埋藏学的角度

强调遗址的形成过程及后天的破坏作用对一个遗址或文化面貌的制约或改变 (D ibb le et

a l. , 1992)。这样, 一种器物或一个类型就不一定是人类有意识的设计与加工的最终形式,

而一个所谓文化变体也不一定是人类行为的直接反映。这些探讨和争论使对莫斯特文化以

至整个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研究不断向更广和更深的领域开拓, 由单纯的器物形态分类描述

到文化传统的更替演变、人类对不同的环境的适应改造、对原材料的开发利用、人类技术

与行为的复杂多变, 以及如何透过若干扭曲和表象获取人类行为的真实信息。

目前, 对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研究是西方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中最有活力的部分。资料表

明, 旧石器时代中期在西欧、西亚和非洲始于距今 20 万年前左右, 结束于距今 315—4 万

年前。(当然对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间隔跨度以及在各地区出现和消失的时间, 不同学者尚有

不同的意见, 参见Ronen, 1982)。这些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面貌可谓大同小异。它

们都由阿舍利时期的文化发展而来, 有些变体尚保留若干阿舍利的遗风, 因而有的学者认

为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与中期之间没有质的区别 (Bar2Yo sef, 1982; Gam b le, 1986)。它们

普遍缺失大型的手斧, 而代之以用石片加工而成的各类刮削器和尖状器, 以及个体较小的

三角形或心形的手斧, 而在制取石片的过程中普遍采用勒瓦娄哇技术, 甚至在石核上预制

了石器的雏形, 剥片后直接使用 (C lark, 1982; K lein, 1989)。在西欧, 这样的文化遗存

与尼安德特人化石共生; 在非洲则与比尼人在体质上更进步的早期智人化石伴出, 而在西

亚这两种人类化石都曾被发掘出土。这也成为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 经西亚向其它地区扩

散并取代其它人类群体的重要证据 (Stringer,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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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讨　　论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学研究始于本世纪 20 年代初。最初的研究工作是由法国学

者启动的。当时法国是世界史前学研究的中心,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之父裴文中先生又

在法国接受了系统的训练, 因而中国学术界基本上接受了法国早期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模

式, 包括对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研究。50 年代以后, 由于与西方学术界信息交流的减少

以至中断, 西方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对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没有能进一步产

生积极的影响。这样当西方学术界对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研究不断蓬勃开展的时候, 中国在

这一领域却显得沉寂和停滞,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类型学和形态学的层面上。

在承袭法国早期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分期的模式时, 碍于中西方考古学文化内涵的不同,

中国学者摒弃了以文化内容作为分期标准的原则, 而采用地质古生物学的手段单纯以地质

时代来与西欧的分期进行类比和对应, 这样便派生出了“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不是一个严格和有意义的学术概念。对它的界定采用了偏离传

统的学术准则的间接的手段, 而且由于这些手段出自多门, 没有统一的标准, 导致了对一

些遗址或地点时代归属上的矛盾。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 晚更新世晚期以前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在石器技术与类型方

面没有质的发展与变化。既然如此, 人为地将这一期间内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两个时代, 一

方面没有意义和没有必要, 另一方面也易于产生误解, 造成文化发展跃进的假象, 使其它

学科在使用这方面材料时误入歧途。因而作者提议应实事求是地依据考古资料的内涵, 按

照考古学文化分期的原则, 以旧石器文化的发展变化为依据, 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实践

中摒弃 3 期断代的传统模式, 而代之以早、晚两期的 2 分法。

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始于更新世早期, 终于晚更新世早期, 涵盖原来的中国旧石器时

代早期和中期; 而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则处于晚更新世晚期, 与原来的定义一致。需要说

明的是, 中国北方和南方的旧石器文化之间有诸多不同之处, 上述的分期调整主要适用于

北方的旧石器时代工业体系。而且历史时代、文化时代的分期只能着眼于大的发展趋势和

方面, 无法面面俱到。于是, 当距今 4- 5 万年前在中国北方出现长石片- 细石器工业 (当

然长石片工业目前还是孤例) , 发展出新的并得以延续下去的石制品类型和制作技术时, 我

们便认为该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即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做这

样的分期归类时, 我们必须考虑到文化间发展的不平衡性, 不应该期待进入新的时代所有

的文化便应同时具备新的属性。这样, 在西欧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可以有“阿舍利传统的莫

斯特文化”变体, 在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也可以存在带有早期特点的“中国北方旧石器

主工业”体系。这就如同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保持传统生活方式的人类群体, 但我们

不能由此而将当代社会界定为“原始社会”。重要的是在于去研究新的文化因素的由来和造

成文化间的不平衡发展的机制。

如果套用克拉克的五种旧石器时代技术模式 (C lark, 1969) 来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晚

两期文化进行概括, 可以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处于模式 I 技术 (M ode I

T echno logy) 或奥杜韦技术 (O ldow an T echno logy) 的范畴之中 (林圣龙, 1996)。其特点

是石器加工比较简单随意, 器物的成型形态与原坯相去不远; 缺乏对石核系统的预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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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类型的主体为刮削器、砍砸器和尖状器; 器型之间分类不特别清晰; 同类器物个体间

变异较大。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存在手斧等属于模式 II技术范畴的阿舍利文化系统的石器

类型 (黄慰文, 1987) , 但对这些器物的时代和定性都有很大的争议 (林圣龙, 1994b; 林

圣龙等, 1995; 高星等, 1997) , 而且这些器类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工业中占据主体定位。

至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中国的石器工业中出现了模式Ë 技术、模式Ì 技术和模式V 技术的

石制品类型, 同时模式 I技术继续存在, 发展出多种文化系列 (李炎贤, 1993)。

在做这样的分期调整之后, 便难免提出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延续

时间如此之长, 达百万年之久? 为什么在晚期出现新的文化因素, 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

局? 其动因是什么?

对于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所谓保守性和发展的缓慢性, 中外学者已有所讨论。在

传统研究中人们习惯于用人类种群的特点及其智力发展水平来解释类似的文化现象

(M oviu s, 1948; Co les et a l. , 1969)。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在中国乃至东亚从猿人到智人

呈现出地区性连续进化的趋势 (吴新智, 张银运, 1978; 吴新智, 1989、1990; 刘武, 1997;

W o lpoff et a l. , 1984)。但这并不表明中国乃至东亚的古代人类在智力发育和文化水平上落

后于西方的古代人群, 因为前者毕竟成功地适应生存下来, 并在以后创造出了灿烂的东方

文明。他们之所以长期保留那样一套生产生活工具, 可能有两方面的解释: 第一, 这些看

似简单的工具为当时人类的适应生存提供了足够的功能; 第二, 当时的东方人群可能拥有

其它质料的工具, 例如竹木制品 (Pope, 1989) , 而这些工具没能作为考古资料保存下来。

张森水 (1990) 对中国北方旧石器主工业发展缓慢的原因做了较全面的阐述, 提出的解释

包括: “继承性影响创造性”、“原料质劣影响技术的发挥”和“缺乏文化交流, 有碍工业发

展”。R eyno lds (1991) 也提出在对东西方文化进行类比研究时, 应摒弃“直线进化”的思

维习惯和形而上学的比较模式, 具体而综合地考察各种因素对一个文化的发生和发展的影

响, 包括社会组织结构、石质工具在整体技术系统中所占的份量、原料的质量和供给, 以

及生态环境等。对这些可能制约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展的因素的进一步考察, 应是

今后本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于古代人类体质与文化的发展变化和更新替代, 学者们提出了若干理论解释. 这些

假说可以被归结为 3 个方面: 1) 因生态环境及资源条件的改变当地人群在体质和文化方面

发生适应变化; 2) 人口迁移使一个地区出现新的人类群体和新的文化; 3) 不同区域的人

群之间发生基因与信息的交流从而导致一个地区的人群体质与文化的改变 (Kozlow sk i,

1988)。对于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出现新的技术与类型的因素, 中国的考古学家也在

上述的理论框架之内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归结起来主要为两种观点: a. 是本地区旧石器时

代文化继承、发展和创新的结果 (李壮伟等, 1985; 李炎贤, 1993) ; b. 通过与周边地区,

尤其是西、北邻地区的文化交流, 旧的传统得以突破, 新的文化得以创造和发展 (张森水,

1990)。当然, 无论是继承创新还是交流突破, 在环节上都有若干缺失, 尚需做进一步的补

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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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ISCUSSION ON“CH INESE M IDDL E PAL EOL ITH IC”

G a o X ing

(D ep artm en t of A n th rop ology , U niversity of A riz ona, T ucson, A Z 85721, U SA )

Abstract

T h is paper p resen ts a crit ica l review of“M iddle Paleo lith ic”research in Ch ina. It in2
qu ires in to m any aspects of the academ ic developm en t and ach ievem en t in th is f ield in Ch i2
na, including research h isto ry, w estern influence, data base, m ethodo logy, and the tran sfo r2
m ation of Paleo lith ic indu stries from early to la te periods. A comparat ive study of M iddle

Paleo lith ic research in the W est is a lso carried ou t in o rder to evaluate such a p ract ice in

Ch ina on a b roader basis.

T he co re of th is study is the tran sit ion of Paleo lith ic cu ltu res from early to la te peri2
ods in Ch ina. It focu ses m ain ly on the period so2called“M iddle Paleo lith ic”, f rom the h isto2
ry of the term being app lied to archaeo logica l m ateria l in Ch ina, to criteria and m ethods

u sed to determ ine the age of cu ltu res and division, and rela t ion sh ip s of cu ltu res of the

“M iddle Paleo lith ic”w ith tho se of earlier and la ter stages. A new fram ew o rk fo r arranging

cu ltu ra l sequences and stages in Ch inese Paleo lith ic w as p ropo sed.

D ue to the fact tha t Ch inese Paleo lith ic research w as in it ia ted by F rench scho lars, e.

g. Paleob io logists E. L icen t and T eilhard de Chard in in the early 1920s, and the fa ther of

Ch inese Paleo lith ic archaeo logy, the la te PeiW enzhong, w as tra ined in F rance, the Ch inese

academ ic w o rld largely adop ted the early F rench Paleo lith ic research fram ew o rk, including

the division of L ow er, M iddle and U pper Paleo lith ic. T he first sites assigned to“M iddle

Paleo lith ic”by F rench scho lars in the 1920s, Shu idonggou and Salaw u su, la ter tu rned ou t

to belong to the la te U pper P leistocene and w as re2assigned to the U pper Paleo lith ic by the

Ch inese archaeo logists. T he vacancy w as then filled in w ith indu stries of D ingcun, D ali,

Zhoukoudian L ocality 15, Xu jiayao and mo re than 30 o ther sites and localit ies w h ich w ere

m ain ly dist ribu ted in N o rth Ch ina.

Since the discovery and excavat ion of Zhoukoudian L ocality 1, the app lica t ion of Eu ro2
pean th ree2period2division system has run in to p rob lem s, as the Pek ing M an indu stry w as

hard ly comparab le to the Eu ropean cu ltu res in any stage. T he so lu t ion taken by the Ch i2
nese scho lars w as to compare the Ch inese Paleo lith ic rem ain s w ith the Eu ropean stone cu l2
tu res based so lely on a ch rono logica l basis and then to assign the site to a certa in period ac2
co rd ingly. In such a fash ion, cu ltu ra l componen ts, e. g. lith ic techno logica l and typo logica l

sim ilarity and variab ility w ith in the system , are largely neglected.

So far tw o criteria have been u sed to assign an indu stry to“M iddle Paleo lith ic”in Ch i2
na. O ne is geo logica l age, tha t is, M iddle Paleo lith ic equates to early U pper P leisto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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